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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在解嚴前後，反威權統治的政治運動在經濟領域的訴求，是以「解構黨國資

本主義」為主軸。其用黨國資本主義而不採劉進慶先生的「官商資本」，就是將

目標放在黨國，而不處理官商或公私分際的問題。「黨國資本主義」的構成包括

國民黨黨營事業及龐大的公營企業，以及黨國政治力對此之操控。反對運動對黨

營事業部分主張全面「追討黨產」自不在話下。對於形式上隸屬全民的公營企業，

則因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而主張全面自由化、民營化。既然這部分

是改革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份，在此時刻應可檢討一下，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

「黨國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被改革了？ 
 黨產至今已被當作是威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民黨最負面的資產。雖說如

此，國民黨在失去政權之後，過了六年才剛在上個月第一次就黨產公開作一總說

明，離真正檢討並卸下此包袱還有很大距離。民進黨則將此當作炒作議題，每逢

選舉或自身爆弊案時，拿出炒作一番，大幅削減了其追討黨產運動的正當性。若

將黨產當作政治改革主要標的之一，則兩大黨的態度正顯示了台灣政治的困境。 
 將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策，其實從解嚴之後就已開始推動。反威權陣營主要

是將公營事業也當作是「黨國的禁臠」，因此只有全面開放市場並且私有化公營

企業才能解決，重點放在黨國的控制上。 
 解嚴之後，各種特許市場逐步開放。私部門其實關切的是公營事業的壟斷

權，而不是私有化。因此自由化之後，與民爭利說已不再是推動私有化的主要力

量。只是自由化之後，市場力量帶來的寡佔壟斷再現，公共服務出現危機，但新

自由主義意識形態為主導下，兩大黨幾乎已無社會民主的政綱。 
 在九十年代，國民政府推動的私有化，引起諸多圖利財團的爭議。其採取的

私有化方式甚為可議，或者有賤賣資產給特定財團之嫌，或者一般是以賣出官股

方式進行，將官股比例降至半數以下，就宣稱已經民營化，官方仍握有控制權但

已經不用被監督。陳師孟等經濟學者在 1991 年出版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

書，是反威權陣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作者就清楚言明上述方式是最壞的一種私

有化的方式。 
 但是，新世紀以來，新的執政黨不單延續使用上述「最壞的」私有化的方式

來私有化公營企業，同時更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不是公共化。 
 從推動民營化至今共「完成」34 家，其中只有少數不重要的企業是官股全

部出清，其他則官股多仍握有控制權。原先行政院核定推動民營化的家數是 68
家，但名義上的公營企業遠不只此數，實質上的公營事業單位則更是多不勝數，

可容執政者指派人事的機會當以千計。  
 近年來執政者在人事指派上不以專業為考量而以酬庸為主的取向日明，公營

企業的黨派化傾向也日益明顯，以致於股市出現了所謂的泛藍泛綠概念股。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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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營勢力的衰減，泛藍概念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隆

復華金等。泛綠概念股除了依據業主政治或利益傾向來分的奇美電、大陸工程等

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臺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臺鹽

等，都被股民認列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落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

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綠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

民心目中的泛綠概念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了一個黨。 
 或許更令人憂慮的是此等現象似乎已被公眾所接受，認為是政黨輪替下理所

當然的發展，而不在意要對公共部門建立監督體制。當初義正辭嚴要求黨國退出

經濟活動者，如今則幾未曾對執政黨以此泛政治化方式民營化、控制公營企業有

過指責。這或也意味著兩年後若政黨再輪替，大家預期會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再玩

一次大風吹。不過既然如此，那何謂「改革」？難道當初解構黨國只是為了有機

會輪著作莊？ 
 想當初 1990 年台灣的經濟學會還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反對政黨介入經濟

活動」，今日如何？當初情況當然也部分反應了社會要求走出威權時代的共同要

求。但是，缺失在於當時的批評很不足夠，以至今日無法應付新政府的貪腐，無

法幫助我們向公共化方向邁進。在當時多數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狀似被聚焦

於壟斷資源，但其實更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不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不處理官商

關係，以致於當執政者換為被認為具正當性者，壟斷公共資源就竟然成為可被接

受的作法，官商勾結與貪腐就易更形嚴重。這在在顯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威

權體制問題的檢討遠遠不足，公共資源的監督機制仍極端欠缺，我們在公共化的

道路上還有長路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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